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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农生物多样性的存在是农业景观生态系统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对农业景观非农生境中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特征分析

将有助于可持续农业景观构建措施的科学提出。 在黄河下游平原典型农业景观中采用栅格分区的方式布设样点（共 ５４ 个），
采用典型样地法对各样点内的林地、树篱、田间道路和沟渠等主要非农生境的植物群落进行调查，采用生物多样性加性分配的

方法探讨不同空间尺度上生物多样性的组成特征。 结果显示：（１）、各非农生境间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特征存在较大的差异。
（２）、偶见种从数量上构成了各非农生境中植物物种丰富度的主体，而常见种则行使着群落优势种和构建者的角色。 （３）、总体

上，β 多样性在各空间尺度中均对总物种丰富度具有重要贡献。 （４）、常见种和偶见种中物种组成格局存在显著差异：常见种的

物种丰富度主要由 α 多样性贡献，而 β 多样性则贡献了偶见种的绝大部分。 简言之，β 多样性对区内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维持

意义重大，农业景观中非农生境类别的出现对总物种丰富度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各生境中较高的样点间 β 多样性（β样点）意
味着在看似均质化的农业景观背景中依然具有较高的区域差异；景观组成和构型的变化将对农业景观中植物群落特征和物种

多样性产生重要影响，且对偶见种的影响更甚。 未来，应从景观和区域等更大尺度上，基于农业景观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综

合考虑及可持续农业景观的建立来探讨农业活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权衡。
关键词：非农生境；β 多样性；加性分配；常见种；偶见种；黄河下游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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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人口激增，粮食需求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为维持粮食供给和人类福祉的提高，农业用地持续扩张。
统计数据显示全球耕地面积已达 １５ 亿 ｈｍ２，约占据了地球陆地面积的 １２％，可利用农业区中的自然草地已经

有超过一半的面积被开垦为农田和永久性牧场，剩余的大部分地方也变为了季节性放牧草地［１］，耕地的进一

步扩展已很有限［２］。 且这种态势在发展中国家表现的尤为严重［１］。 随着农业用地的持续扩张、土地利用集

约化的加剧、化肥与杀虫剂、除草剂等的过量施用，与之相伴的则是农业景观中非农生物多样性和绝大多数生

态系统服务的持续下降［３⁃９］。 而众多的研究认为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１０⁃１２］，生物

多样性的存在对农业景观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意义重大［１３⁃１４］。 同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也更多的依赖于农业

景观，依赖于农业景观提供的生境、食源、栖息地和庇护所等［１，１５⁃１６］。 β 多样性是指沿环境梯度不同群落间物

种组成相异性或沿环境梯度的物种更替和周转速率，它表述了物种组成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变化，是生物多

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 α 多样性与区域 γ 多样性的桥梁［１７］，成为当前生物多样性研究中的重要热点问

题，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关注 β 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分配（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成

果［１８⁃２１］。 已有研究认为，在复杂农业景观中，受局地生境因子变化和人类干扰，景观要素内部样方尺度的 α
多样性的变化可能会远超景观要素间的多样性变化［２２］，而样方内 α 多样性的增加不一定与区域总物种丰富

度的变化存在必然联系［２３］。 因此。 因此借助 β 多样性来分析景观或更大尺度上生物多样性的变化会更有助

于物种多样性变化与景观异质性特征、人类活动强度等因子间的关系［２３］，也更有助于理解区域群落物种多样

性的形成机制。
黄河下游平原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与核心区之一，区内耕作历史悠久，农业景观成为最主要的

景观类型。 人类活动对区内的景观异质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研究发现区内农

业景观不同非农生境中植物多样性存在较大的差异［２４⁃２５］，但在农业景观中，植物物种多样性在空间尺度上有

何特征？ 不同尺度上物种多样性组成对区域总物种多样性会有何贡献？ 这种空间格局在不同植物类别间会

有何差异？ 目前尚不十分清楚，而这些又是探讨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的前提和基础。 本研究拟在我国东部平

原典型农业景观中，采用加性分配的方法，从不同空间尺度（样方、样点、生境、区域）对植物物种多样性进行

拆分以探讨物种多样性组成特征及其形成机制，从而为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的提出奠定科学基础。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属典型的黄河下游冲积平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地理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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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为：３４°５３′—３５°１４′ Ｎ，东经 １１４°１４′—１１４°４５′ Ｅ 之间，总面积约 １２２５．６ ｋｍ２。 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多年

平均降水量约 ６１５ｍｍ，多年均温约 １３．９℃，地带性植被为落叶阔叶林，但目前自然植被已消失殆尽，代之以农

田和人工林地。 区内人类耕种活动悠久，形成了以农田为主的景观背景（图 １）。

图 １　 研究区景观概况和野外样点布设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ｌｏ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样地设置和数据的收集

在研究区卫星影像和土地利用现状图的基础上，采用方格分区的方式进行布点，采用法瑞学派的典型样

地法对各样点中主要非农生境（人工林地、树篱、田间道路和沟渠等）中的植物群落进行调查，记录所有调查

物种的名称、多优度、群集度、物候期和各样方的地理坐标等。 野外调查在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３ 年进行，其中 ２０１１
年共设置 ２６ 个样点，２０１２ 年以后将取样点加密到 ５４ 个，每个生境类别 ５ 个样方，全区共计调查 ８８０ 个样方

（其中人工林地 ２５５ 个，树篱 ２６０ 个，田间道路 ２６０ 个，沟渠 １０５ 个），在春、夏、秋三季重复取样。
２．２　 数据分析方法

（１）物种丰富度：以样地中实际出现的物种数目 Ｓ 表示，是最简单和使用最为广泛与久远的物种多样性

测度方法，传统计算物种丰富度的方法不考虑物种优势度的差异，即忽略了常见种（ｃｏｍｍ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和偶见

种（ｒａｒ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间的差异，将二者在群落中的贡献一致化。 物种丰富度稀疏化法（ｒａｒｅｆａｃｔｉｏｎ）是依据调查样

方中的物种分布状态来估计物种丰富度的一种统计方法，该方法考虑了偶见种对总体物种丰富度的影响。 采

用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９．１．０ 对数据进行分析，绘制稀疏化曲线，并基于抽样统计的方法将各生境物种丰富度数据外推

（Ｅｘｔｒａｐｏｌａｔｉｏｎ）至 １００ 个样点，绘制物种———样点数量累积曲线图，估算各生境中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

特征［２６⁃２７］。
（２）常见种（ｃｏｍｍ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与偶见种（ｒａｒ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的划分：参照前人研究方法［２８⁃２９］，将研究区内调查的

物种划分为常见种（在所有样方（８８０ 个）中出现频率超过 ２５％的物种）和偶见种（仅在不超过 ５％的调查样方

中出现的物种）。
（３）物种丰富度的加性分配：对植物多样性数据进行加性分配分析时，在生境尺度上将数据定义为两个

水平（ｌｅｖｅｌ）：样方（ｑｕａｄｒａｔｅｓ）尺度和样点（ｐｌｏｔｓ）尺度；全区的数据定义为 ３ 个水平：样方尺度（８８０ 个），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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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尺度（１７６ 个）和生境类别尺度（４ 个），随机化（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计算次数为 １００；计算结果中的 α样方为 ｌｅｖｅｌ
１（样方）的物种丰富度，β１ 为样点尺度上样方间物种多样性差异，α＋β１ 为样点水平上的总物种丰富度（α样点

或 γ样点）；β２ 为样点间物种多样性差异，α２＋β２ 为区域中该生境类别的总物种丰富度（α生境或 γ生境）；β３ 是生

境间 β 多样性，即 γ区域 ＝ α样方 ＋ β１ ＋ β２ ＋ β３ 或 γ区域 ＝ γ生境 ＋ β３，所有计算过程在软件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３．０ 中进

行［３０］。 将分解的 α、β 和 γ 多样性数据导入到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中进行作图。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物种多样性总体特征

物种丰富度在林地和树篱生境中最高（实调数据分别为 １５５ 和 １５４ 种，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估计值分别为 １６７．５ 和

１６５．４），其次是沟渠生境，共调查记录到 １３８ 种（估计值为 １５６．２），田间道路生境中最少，实调数据为 １３６ 种

（估计值为 １４８．３），方差分析显示林地和树篱生境中的物种丰富度要显著高于沟渠与田间道路生境（图 ２）。
物种丰富度———样点数量累积曲线显示，随着调查样方的增加，物种丰富度迅速增加，在增加到 １０ 个样方的

时候，沟渠生境中已涵盖了总物种丰富度的 ７４．６０％，最少的田间道路生境中也达到了 ６６．７０％，增加到 ２０ 个

样方时，沟渠生境中的比例已达到了 ８７．５２％，其它 ３ 类生境中也均接近 ８０％。 这表明，研究区内非农生境中

植物群落以大量的常见种组成了群落的主体，具有较高的优势度，而偶见种则具有较高的空间差异性，并随着

调查样方数量的增加而缓慢的加入进来。

图 ２　 不同生境中物种稀疏化和外推曲线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ｒａｒ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ａ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图中黑色实心圆为实际调查物种丰富度值，实心曲线为稀疏化后的结果，虚线为外推结果曲线，上下两条彩色线之间为 ９５％置信区间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显示，林地生境中物种多样性最高（３．７０），其次是沟渠（３．５９）和树篱生境（３．４７），田
间道路生境中最低（２．８８），方差分析表明，林地、沟渠和树篱生境中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显著高于田间道路生境

（图 ３）。 通过稀疏化法（ｒａｒｅｆａｃｔｉｏｎ）对取样点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重取样绘制多样性指数———样点数量图发

现，其变化态势与物种丰富度———样方数量累积曲线相似：随着样方数量的增加，物种多样性指数迅速升高，
且升高速率要高于前者，多在 １０ 个左右的样方数量时即已达到总多样性的 ９６％以上，表明在该区域内本研究

中的样方调查数量能够满足对区内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特征的分析。
３．２　 物种丰富度加性分配

黄河下游平原农业景观非农生境中植物物种丰富度加性分配结果表明（图 ４）：样方尺度上物种丰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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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生境中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的稀疏化结果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ｒａｒ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α）对各生境总物种丰富度的贡献均较小，从高倒低依

次是：林地（２８．９ 种，１８．６３％）、树篱（２６．８ 种，１７．３８％）、
沟渠（２０．４ 种，１４．７５％）和田间道路生境（２０．０ 种，１４．
７０％）；从全区来看，α 多样性的贡献度则仅占区域总物

种丰富度的 １２．６９％。 样方间物种多样性差异（β１）对

各生境类别物种丰富度的贡献也相对较低，均不超过该

生境总物种丰富度的 １７％。 其中林地和树篱生境中 β１
的贡献度要稍低于 α 多样性，田间道路和沟渠中 β１ 的

贡献度却高于 α，说明这两类生境中各样点上不同样方

间的差异要高于林地和树篱生境。 从全区来看，β１ 的

贡献也很低，与 α 的贡献基本持平。 样点间物种多样

性差异（β２）在各生境总物种丰富度中意义重大（均＞６０％），最高的田间道路和沟渠生境中贡献度均达 ６９％
以上；从全区来看，β２ 的贡献也最高，贡献了区域总物种丰富度的 ５０．２３％。 从区域尺度看，生境间的物种多

样性差异（β３）在总物种丰富度中也占有较大比重（４８．３ 种，２４．８７％），基本等同于样点水平上的 α 多样性（ α
＋ β１ ＝ ４８．３１ 种），再次表明研究区内植物物种组成在各生境间存在较大差异（图 ２，图 ３）。

图 ４　 研究区不同生境物种丰富度加性分配图

Ｆｉｇ．４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前的数据为物种丰富度值，（）中数据为该水平物种丰富度占总丰富度的百分比（％）

３．３　 不同尺度 β 多样性对 γ 多样性的贡献

将区域内的总物种丰富度（ γ区域 ）拆分为不同尺度，探讨 β 多样性对各级 γ 多样性的贡献性（表 １）。 在

样点尺度上（ γ样点 ），α 多样性（ α样方 ）与 β 多样性（ β１）的贡献在各生境间差异不大，但林地和树篱生境中

α样方 ＞ β１，而田间道路和沟渠生境则相反。 在生境尺度上（ γ生境 ），样点间物种丰富度差异（ β２）的贡献率明

显大于样点内的物种丰富度（ γ样点 或 α样点 ）。 从区域总物种丰富度（ γ区域 ）来看，生境内物种丰富度（ γ生境 或

α生境 ）的贡献达到了 ７５．１３％，生境间物种多样性差异（ β３）依然贡献了总物种丰富度近四分之一。 结合图 ４
可以发现，β 多样性对于区内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维持意义重大。 样点间较高的 β 多样性（ β２）意味着在看

似更均质化的农业景观背景中依然具有较高的区域差异，景观异质性变化将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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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生境中 β多样性对各级 γ多样性的贡献率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β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γ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物种多样性层级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树篱
Ｔｒｅｅ⁃ｌｉｎｅ

田间道路
Ｆｉｅｌｄ ｒｏａｄ

沟渠
Ｄｉｔｃｈ

全区
Ｒｅｇｉｏｎ

γ区域 γ生境 γ样点 α１ ５２．９８％ ５１．１６％ ４８．６４％ ４８．５８％ ５０．９４％
γｒｅｇｉｏｎ γｈａｂｉｔａｔ γｐｌｏｔ β１ ４７．０２％ ４８．８４％ ５１．３６％ ５１．４２％ ４９．０６％

α２ ３５．１７％ ３３．９７％ ３０．２２％ ３０．３７％ ３３．１５％
β２ ６４．８３％ ６６．０３％ ６９．７８％ ６９．６３％ ６６．８５％
α３ ７５．１３％
β３ ２４．８７％

３．４　 常见种与偶见种比较分析

在黄河下游平原农业景观非农生境中根据物种出现频率划分结果表明（图 ５），常见种数量远低于偶见种

（３５：１０５）；从生境类别来看，３５ 个常见种在 ４ 个生境中均有分布，但常见种在 ４ 个生境中的分布仍存在显著

差异；偶见种在不同生境间差异显著，林地和树篱生境数量最多，分别达 ６６ 种和 ６５ 种，田间道路中最少，仅有

４７ 种。
物种丰富度代表了物种组成名录的变化，但无法表征各物种在群落中的地位，为此对各生境中不同功能

群的累积重要值进行分析（图 ５）。 结果表明：在个生境中，常见种对群落的贡献均远高于偶见种；偶见种在各

生境中的贡献则与常见种相反，二者差值高达 ５—２０ 倍以上。 结果表明，田间道路生境中无论从物种组成还

是从物种重要值来看，都是以常见种为主，偶见种的贡献显著低于其它生境；而沟渠的情况与之相反，该生境

中的偶见种以生境特有种为主，故而数量不多的偶见种在沟渠生境中具有显著优于其它生境（累积重要值为

０．２１）的优势。

图 ５　 不同生境中常见种与偶见种物种丰富度与累积重要值特征

Ｆｉｇ．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ｒ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常见种与偶见种物种多样性加性分配结果表明（图 ６）：样方水平的物种丰富度（α 多样性）在两类物种中

的贡献存在显著差异。 常见种中，α 在不同生境总物种丰富度中的贡献均较高（３３％—５３％左右），但各生境

间有一定差异，从全区来看，α 贡献度接近半数（４７．１７％）；偶见种的情况与常见种大致相反，各生境中 α 的贡

献度均很低（均＜６％），从全区来看，α 多样性的贡献度仅为 １．８６％。
样方间物种多样性差异（ β１）在两类物种中的贡献亦存在较大差异。 常见种中， β１ 在各生境中的贡献度

差异不大（２４．８０％ — ２７．８６％间），在全区中的贡献为 ２７．７７％；偶见种中， β１ 的贡献度亦很低，且在各生境间

存在较大差异：沟渠中最高（６．４８％），其次是林地（４．０３％）和树篱生境（２．２０％），田间道路中最低，约为 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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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贡献也仅为 ２．７３％。
样点间物种多样性差异（ β２）在两类物种间差异巨大。 常见种中， β２ 的贡献在各生境间差异较大，沟渠

生境中高达 ４１．９４％，而林地和树篱生境中则仅为 ２０％强，在全区中的贡献为 １５．９４％。 偶见种中， β２ 在各生境

中均有极高的贡献（高达 ８７．９４％—９７．２１％），同时贡献了全区的约半数（５０．１７％）。
生境间物种多样性差异（ β３）在常见种中的贡献约为 ９．１１％，远低于偶见种中的比例（４５．２４％）。

图 ６　 研究区常见种与偶见种物种丰富度加性分配结果

Ｆｉｇ．６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ｒ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前的数据为物种丰富度值，（）中数据为该水平丰富度占总物种丰富度的比例（％）； ∗∗因偶见种在各生境中的 α 和 β１ 数值太小，图上

未显示数据标志

４　 讨论

４．１　 物种多样性的拆分研究

生物多样性是群落生态学研究中最核心的内容，也是贯穿几乎所有生态学科的主要内容，关于生物多样

性的研究数不胜数。 但众多研究所关注的多是不同尺度上生物物种的编目多样性（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即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 提出的生物多样性组成中的 α 多样性和 γ 多样性（二者的区别仅是尺度不同而已）。 而对二者间桥

梁———β 多样性的研究则相对较弱，但 β 多样性的分析更有助于对生物群落结构、物种多样性动态和变化机

制的理解，因而近年来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３１⁃３３］，研究表明 β 多样性在区域景观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区域物种丰富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人员提出了 β 多样性的

多种度量和计算方法［３４］。 加性分配方法，可以在多个不同尺度上将 γ 多样性拆分为 β 多样性和 α 多样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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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单位一致，其生态学意义更易于理解和解释，便于比较不同时空尺度和景观结构间的多样性差异，从而为

众多研究人员所接受和运用［１９， ２９，３４⁃４１］。 当前关于农业景观背景中生物多样性组成及其尺度变化也越来越受

到重视，研究人员通过生物多样性拆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农业景观中景观异质性特征、耕作模式、管理方

式等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效应和机制有了更深入理解［２８， ３１，４２⁃４７］。 本研究通过物种多样性拆分也发现，在不同

尺度上、不同物种类别中，植物群落物种丰富度组成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而 β 多样性在不同尺度上均对 γ
多样性具有重要贡献。 如 Ｐｏｇｇｉｏ 等（２０１３）对阿根廷潘帕斯（Ｐａｍｐａｓ）草原人工管理农业景观中农业植物多样

性研究也发现，β 多样性在各景观类型下均解释了 γ 多样性绝大部分的变化［４８］。
４．２　 常见种与偶见种的划分研究

植物调查个体在调查样方中的频度是表征其在群落中地位（重要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常用的物种丰

富度指数不考虑常见种与偶见种对群落多样性结构贡献的差异。 依据物种出现频率划分为常见种与偶见种，
则利于更清晰的认识群落物种丰富度组成及其空间格局特征。 研究结果表明，偶见种对区域总物种丰富度组

成具有极高的贡献，明显高于常见种，且两类物种的多样性组成特征亦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各生境不同尺

度总物种丰富度组成中 α 多样性的贡献度多在 ３０％—５０％左右，且随着尺度增大而有降低；常见种中，α 多样

性的贡献则均高达 ６０％以上，并随着尺度增大而上升；偶见种中，β 多样性的贡献则极为重要，β２ 贡献了各生

境中偶见种物种丰富度的绝大部分，表明区域内偶见种物种丰富度主要源自于大尺度上空间样点间群落组成

间的差异。 这与其他研究人员的结论较一致。 如 Ｋｌｉｍｅｋ 等（２００８）在德国下萨克森州农业景观中的研究显示

β 多样性对全区所有物种和偶见种多样性的具有极高的贡献（分别为 ８１％和 ９６％），而对常见种的贡献仅为

５１％，且研究也表明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 β 多样性的贡献存在一定的差异性［２９］；Ｇａｂｒｉｅｌ 等（２００６）在欧洲农

业景观中对植物群落中 β 多样性特征的研究结果表明，β 多样性在中尺度和大尺度上对植物群落物种丰富度

具有重要作用，且在常见种和偶见种中的作用有一定的差异，偶见种的物种丰富度主要源自于中、大尺度上群

落组成的差异，而常见种的物种多样性则主要源自于小尺度和中尺度（样方和样点） ［２８］。
４．３　 不同生境中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组成差异

林地、树篱、田间道路和沟渠是黄河下游平原农业景观中最主要的非农景观要素和生境类别。 各生境类

别的形状、面积、环境要素特征、空间格局和人类活动干扰强度均存在差异。 单从物种丰富度指数来看，林地

和树篱，沟渠与田间道路间的差异很小，但其群落结构特征却存在显著差异［２５］。 不同生境类别中物种多样性

组成尺度特征分析有助于对区内物种多样性特征的理解及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的提出与制定。 同时，非
农生境的存在是区域农业景观生态系统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研究表明各非农自然、半自然景观要素对

农业景观中不同生物类群和降低农业活动对环境的负效应（ｄｉ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均具有重要作用［４９⁃５４］，而关于各生境

中植物群落结构和物种多样性格局的探讨则稍显不足［５５⁃５７］，而各非农生境及其上的植物群落扮演着食源地、
栖息地、庇护所、缓冲带、水土保持者等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１，１６］。

５　 结论和建议

在黄河下游平原典型农业景观中，各非农生境植物群落中物种多样性和组成格局存在显著差异。 各非农

生境中物种组成均以众多的偶见种为主体，而常见种则以优势种的身份塑造了群落的外貌和结构。 空间差异

引起的 β 多样性变化是偶见种和总体物种丰富度的主体，而常见种则主要由 α 多样性来解释，其空间差异性

很低。
众多的研究证实，农业景观中非农生境的存在对区域农业景观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服务具有重要作用。

而黄河下游平原农业景观属于人类耕作活动极其悠久和强烈、各种人工辅助能大量使用、自然生境几乎消失

殆尽、仅余的非农生境多呈斑块状和条带状镶嵌分布，面积很小。 而已有研究表明农业景观中自然、半自然生

境的比例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保护措施的效应存在重要影响［５８］。 区域内农业景观各非农生境中尽管留存有

较高的物种丰富度，但以偶见种为主，而常见种则在绝大多数的调查样方中形成优势种群，并具有较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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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性。 结合区域内的相关研究，认为，区域内农业景观中非农生境中植物群落物种组成以广布种为主，在较

大尺度上，偶见种的随机性分布成为物种丰富度的重要组成。 因此，在区域内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中，建
议不应以物种丰富度高低为目标，而更应关注非农植物群落存在在整个景观生态系统功能中的作用，如：水土

保持、碳氮循环、污染物截留降解、调节区域小气候以及其他生物类群的食源地、栖息地、掩蔽物等。 并进一步

从提高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维持的角度探讨农业活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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